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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上海人形成及其认同

熊 月 之

〔内容提要〕文章对上海人形成、认同及其共同文化特征进行综合的论述，认为宋代以前中国城镇中还找

不到“上海”，直到元代才设县，在 1843 年之前依然是一个普通县城，开埠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特大的多

功能中心城市。上海移民对上海的认同是在 20 世纪初年，促使其认同的原因是上海形象的穗定、移民居留的

时间较长、对上海城市的依恋和公共媒介的整合作用。

在现代中国，上海人已成为一个具有明显文化特征的社会群体，与北京人、广东人、湖南人、四川人、山

东人等并提。所不同的是，上海人形成自身文化特征的历史，远不及广东人、山东人、湖南人那么悠久，而只

是近百年的事。上海人对自身的认同，也远较他处为晚。

一

宋代以前，在中国数以百计的城市中，形形色色的县名、镇名中，人们还找不到“上海”，

当然更无上海人的概念。上海在元代设县，明代筑城，到 1843 年开埠以前，仍然是一普通县城，

规模不算很大，历史也不悠久。诚如李平书所说，其时之上海，“亦如直隶之静海，浙江之临海，

广东之澄海，其名不著于中国十八行省，更何论五洲万国乎？”

开埠以前的几百年中，上海人口大休来自四个方面：一是随上海陆地的逐渐形成，从太湖流

域顺势东迁的，这是上海地区的最早居民；二是在北宋、南宋之际，随宋王朝首都南迁杭州，从

中原一带迁移而来的；三是在元末农民起义时，因避战乱而从江南、江北一带逃到上海的；四是

随着明清时期上海经济的繁荣，海上贸易的发达，从广东、福建、宁波等地来此经商的。

开埠以前，上海居民或植棉、或种稻、或捕鱼、或经商，文化上受苏州影响较大，没有什么

明显的特征。那时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还没有出世，即使提到某人是上海人，例如说徐光启是上

海人，也只有籍贯上的意义。但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后起性，人口来源的多元性，对上海人的主

客观念带来一定影响。在其他城市，如广州、成都、苏州，因其历史悠久，规模巨大，外来人口

总是占很小部分，本地人、外地人分得比较清楚，城市居民有浓厚的主客观念。上海则不然，其

人口本由不间断的移民组成，因此，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居民只有先来、后来之别，主客观念不

强。诚如民国初年的《上海县续志》所述：“查吾邑水陆辐辏，五方杂处，但可论住年之久近，

无从有土客之区分”。

可能由于上海人口五方杂处的特点，也可能与江南民风纤细柔弱有关，上海居民给人造成的

印象是对外来人比较宽容，排斥力不大，包括对外国人。这在上海开埠以后，西方人多次谈到。

有个西方一人这样描述上海人与广东人的区别：

上海人和广东人，不但口语像两种欧洲语言那样地各不相同，而且天生的特性也是各不相同

的。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

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而广东呢，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和叛变。对于排外运动，广东人

在许多事件中，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对于外侨曾表示强烈的憎恶；如果他们对于外侨能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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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冷淡，我们就认为很好的了。而上海人呢，虽然他们不是在本性上愿意和外侨亲善，但至少愿

意和外侨作半推半就的接近。

1843 年，上海开埠时，城市人口 20 多万，1900 年超过 100 万，1915 年超过 200 万，1030

年超过 300 万，l947 年超过 400 万，1949 年初达 546 万。短短一百年中，上海从一个普通县城，

一跃而成全国第一大都市。这是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最关键的是两条，一是上海特殊的政

治格局的影响，二是多功能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

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的特点，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

隙。这道缝隙虽然很小，但影响很大。它在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统治系统中，成为

一条中央控制力量薄弱地带，成为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最早意识到这一特点的是维

新派。1898 年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黄遵宪等维新志士都利用这一特点而得以活命。此后，

清政府的反对力量更清楚地看到上海这一特点，并有效地加以利用。l903 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

“苏报案”，是革命派利用上海租界所造成的缝隙效应的典型。

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家分治，事权不一，发生在一个区域里的犯罪，另一个区域可

以不闻不问，无动于衷。这个区域里的罪犯，到那个区域里可以逍遥法外。于是，走私、贩毒易

于得手，流氓、帮会组织得以横行。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处、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交界处，成为走

私、贩毒的理想交接地。

由于租界的存在，由于三家分治的特殊格局，上海在近代中国，实为一个政治孤岛。清朝政

府、北洋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号令，可以行至天涯海角，在上海租界却不能畅行无阻。在中

国各地进行战争的各种政治势力，也不敢贸然将战火烧到租界。于是，中国其他地方硝烟滚滚，

上海租界却风平浪静。太平天国的战火、义和团的大刀长矛，辛亥革命的大炮，都没有波及到上

海租界。由于近代中国是在连绵不断的外侵、内乱、天灾、人祸中走过来的，上海这个相对稳定

的孤岛，意义就特别重要。上海地下无矿藏，地上无特产，地皮又很贵，但是很多理应开在外地

的工厂却偏偏开在上海，考其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比较稳定。稳定，意味着风险较小，这在一定

的条件下，比资源、地价更为重要。20 世纪 30 年代，一个西方人士这样说：很多人不理解上海

何以会这样迅速地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因为从环境来看，上海并不是理想的地方，地价贵、房

租高、工资昂、水源不洁，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其他地方经常动乱不安，工业发展遭到

骚扰，上海则不然，“这就形成了工业集中于上海的趋势。许多本应迁出或开设在原料产地的工

厂也都在沪设厂。虽然运费成本有所增加，但在上海特别是租界内，可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干扰。”

上海在开埠以后，逐渐发展成中国特大的多功能中心城市，吸引着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人，

也为各色人等施展才华，寻找生路，提供了广阔的天地。难计其数的逃难者，投资者，冒险者，

躲债者，亡命者，寻找出路者，追求理想者，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富翁，穷汉，红男，绿女，

政客，流氓，都向上海涌来。于是，上海成了容纳五湖四海各色人等的人的海洋。

进入上海的国内移民，从方式上看，多属零散、自发、非组织性移民，而不是有组织的集团

性移民。在一个多世纪中，共有三次移民潮涌入上海：第一次是太平天国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

尤其是江、浙一带，战事频仍，大批难民涌如上海，从 1855 年到 1865 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

11 万；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期间，上海两租界人口增加 78 万；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期间，上海人口

增加 208 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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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的移民涌入上海，迅速地改变了上海的人口结构，使得客籍即非上海籍人口远远多于

上海本地人口。据上海自 1885 年以来历年的人口统计，公共租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 80%以

上，华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 75%以上。1950 年 1 月的统计，其时已无租界，非上海籍人口占

85%，上海籍人口仅占 15%。

上海的国内移民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山西等十八个省区。据公共祖界和华

界对人口的分省籍统计，上海外来移民的人数，第一是江苏，第二是浙江，至于第三名，在公共

租界是广东人，在华界是安徽人。综合而论，按 1950 年 1 月的统汁，人数最多的是江苏（2393738）、

浙江（1283880)，均超过百万；其次是广东（119178）、安徽（118567）、山东（109925)，均

在 10 万以上；再次是湖北(38524）、福建（23820）、河南（19271）、江西(17550）和湖南（17525）。

上海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到上海以后，所处之处，是由两个租界和华界三个不同的市政管理

体系构成的，华界又被分割成南市、闸北、沪西等区域，所以，上海居民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

的上海地域概念。对不少上海居民来说，上海是个避难、淘金的地方，不是他们永久驻留之地。

他们常有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的愿望。很多上海居民只是上海的过客。

移民对同籍人有一种本能的信任感。同乡会是上海居民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

关系之一。还在开埠以前，来上海的浙江人、安徽人、福建人、广东人，已组织了 10 多个同乡

会馆、公所，1843 年开埠以后，这类会馆公所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诸如四明公所、三山

会馆、广肇公所、平江公所（苏州人）、锡金公所（无锡人）、江宁会馆、京江公所（镇江人）、

山东公所、徽州会馆、湖南会馆、楚北会馆。到 1911 年，上海已有此类会馆、公所 60 多个。这

些组织，为在沪同乡寻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办理婚丧嫁娶之事。特别是设立义家，建

立殡舍，为在沪死去的同乡能魂归故里而提供方便。有些会馆、公所还设立诊所，设立义学。他

们开有适合同乡口味的饭店、菜馆，如粤菜、川湘菜、淮扬菜，设有上演本乡地方戏的戏院。特

别是大多数会馆、公所，供奉着各地的乡土神，岁时祭祀。四明公所供奉关帝，泉漳会馆供奉天

后（福建莆田人）；江西会馆供奉许真君（东晋道士，住南昌）；徽宁会馆供奉朱文正（朱熹，

徽州人）;山东会馆供奉孔子。说乡土话，交乡土人，吃乡土饭，听乡土戏，供乡土神，这是各

地在沪居民自我认同的重要象征。

大量事实表明，在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里，上海居民一般还没有从同乡单一认同进入到同乡

与上海双重认同的阶段。1853 年到 1855 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其成员主要是在沪的广东

人与福建人。上海当地人一般都将此视为广东人、福建人的事。小刀会起义失败后，上海地方当

局也不认为那是上海人的事情，而只追究在上海的福建人、广东人的责任，所以，清政府采取的

惩办小刀会的十条措施中，有三条是明确针对福建、广东人的。这三条是：慎选闽、广会馆董事；

递籍安插闽、广游民；闽、广商民会馆一律迁出城外。1870 年代，上海爆发了四明公所事件．在

沪宁波人与法租界当局发生冲突，上海当地人也不认为那是上海人的事情，而只认为那是宁波人

的事情。1893 年，上海公共租界举行上海开埠 50 周年盛大庆祝活动，上海华人踊跃参加，但他

们打的旗帜是“广帮”、“宁帮”之类，他们的身份并不是代表整个上海华人，而是上海的广东

人或上海的宁波人。

三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上海移民开始了对上海的认同了呢？我以为这是 20 世纪初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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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上海地方自治运动。1905 年，上海地方士绅郭怀珠、李平书等，鉴于华界市政建设

远远落后于租界的实际状况，创议设立总工程局，以进行铺路、筑桥之类所市政建设，获得上海

道台批准后，便即刻投入行动。1909 年．清朝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总工程局相

应改名为城自治公所。上海地方自治持续进行了 9 年，修路 100 多条，筑桥 60 多座，建造码头

6 个，新辟、改建城门 9 座，制订了各种各样市政管理条例。这对于改善华界的市政设施，缩短

华界与租界的差距，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这是上海居民上海意识增强的表现。领导这一运动的李

平书有一段话，最能反映当时人的上海人意识。

吾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而为之愧、为之悲。愧则愧乎同一土地，他人钟事增华，而吾则因

陋就简也。悲则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而吾则局促辕下也。要之，通商以来，上海，上

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内地也；商埠也．非县治也。岂非所谓喧宾夺主耶！抑非所谓相

形见丑耶？而吾上海之人，数十年来，处之夷然，安之若素，面不赦而心不惭。

通过上海地方自治，最能反映上海移民认同意识的，不在于修了多少条路，筑了多少桥，而

是参加地方自治运动的人。领导上海地方自治的士绅，很多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外来移民。上

海地方自治领导机构有二，一为议会，二为参事会。议会由 33 人组成，由领袖总董与办事总董

5人领导，领袖总董李平书是上海本地人，办事总董 4人，莫锡纶、郁怀智是上海人，而朱葆三

是浙江人，曾铸是广东人。后二人都是经商来沪的移民。至于参事会中外来移民更多。董事都是

经上海绅商选举产生的。参加上海地方自治运动。与 1905 年参加抵制美货、1903 年参加拒俄运

动或其他政治运动，在地方认同问题上，具有明显不同的意义。后者不带有地方身份认同的色彩，

而前者本身便是地方身份认同的一种行动。那么多的外来移民，投入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说明这

些移民已经认同了自己的上海人身份，同时也说明上海当地人也认同了他们。

第二，上海地方官员表彩外来移民。1903 年，前任上海道台、后任商约大臣的吕海寰，奏

请朝廷表彰上海私人办学有功人员。他所开列的名单中，既有上海本地人王维泰、苏本炎、秦荣

光，也有从江苏吴县来沪的俞复、杜嗣程、许士熊、丁宝书。这表明，此时，这些外来移民已被

地方官府视同本地居民了。

第三，上海沪军都借府成员结构大多数本地人。1911 年 11 月，上海革命党人举行反清起义，

成功后成立沪军都督府，是为上海军政领导机关。这一机构的成员，绝大多数不是上海本地人，

都督陈其美是浙江人，参谋长黄邦是浙江人，外交总长伍廷芳广东人，财政部长沈漫云是江苏人，

交通部长王一亭是浙江人，闸北民政长虞洽卿是浙江人，他们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他们主持着上

海的事务。只有民政部长李平书、军务部长钮永建是上海本地人。武昌起义以后，全国各地反清

起义风起云涌，但有一规律，即各地革命党人反对各地方清政府，然后组成各地军政府。陈其美

等在上海举事，领导沪军都督府，本身是他对上海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这与湖北、湖南、广东、

安徽、陕西、贵州等地反清起义后的军政府纯由当地人主持很不相同．与正常情况下，朝廷任命

外地人来沪做官也有本质不同。他们是从上海社会之中产生出来的，代表着上海的利益，以上海

人的身份在行事。

第四，“上海人”概念的出现。具有文化意义的“上海人”的概念，出现于 20 世纪初年。

1904 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说，已经提出上海人的概念：

上海何以美？上海者，上海人之上海也。上海人得此天然地势，宜其组织特色文明，随上海

潮流．灌注全国，使全国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再出其余力灌注全地球，使全地球人饱饮吾上

海文明乳汁。果尔，则全国人民脑智之发达，皆受吾上海人之赐，全地球人民脑力之扩充。皆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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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上海人之福。上海人荣摧，即上海荣耀。上海形势既不辜负吾上海人，吾上海人又安得辜负此

上海形势？

主办（警钟日报）的人，蔡元培、刘师培、汪允宗、林懈、高旭、陈去病等人，没有一个是

上海本地人。他们一口一个“吾上海人”，当然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这不但表明他们自己对上

海人身份的认同，而且说明他们已有明确的上海人群体意识。

民国年间，“上海人”一词使用得越来越频繁。茅盾在他的散文与小说中，常用这个词，如：

上海房租太贵，“一般上海人就顶不讲究这一个住字尹；“原来这里有一个箱子形的阁楼，上海

人所谓假二层”;“这些老式房子全是单幢的，上海人所谓一楼一底。” 40 年代，张爱玲写《到

底是上海人》，已开始从整体上分析上海人的文化特征。

第五，（上海指南）等书的出版。从 1909 年开始，上海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出版了《上海

指南》、《上海游览指南》等多种介绍上海的书籍，其中单《上海指南》从 1909 年到 1912 年就

出了 7版。这些书，除了一般地介绍上海的名胜古迹、著名商店、旅馆、饭店、妓院，还介绍了

在上海旅游、居住的常识，包括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特点，常见的一些上海话的含义和使用方法。

这一方面说明，到这时，上海、上海人已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起了进一步规范

在沪移民行为方式的作用。

到民国初年，移民对上海的认同已成普遍现象。民国初年，上海出版了一批《上海名人像传》、

（上海工商名人录），所收多不是上海本地人。例如，1919 年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陈伯熙编的

《老上海》，将许多外地在上海的人物都列为上海名人，如浙江上虞的经元善、余杭的章太炎、

吴兴的陈其美、广东佛山的吴研人、江苏吴县的王韬，等等。最典型的是 1930 年上海文明书局

出版的、海上名人传编辑部编写的《海上名人传》，共收上海名人 100 人，其中只有杜月笙、林

康侯、黄涵之、叶惠钧等 10 人是上海本地人，正好占 10%。其余都是在上海的外地人，占 90%，

如浙江吴兴的王一亭、浙江镇海的方椒伯、江苏元和的贝润生、江苏吴县的朱寿承、安徽合肥的

李伟侯、广东台山的李煌堂。此书出版时，这些人都在上海，且配有他们的照片，想必是征得他

们同意的。这也可以说，这些人早就认同了他们的上海人角色。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些移民对上海的认同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条：

其一，上海形象的稳定。在开埠以后的二三十年里，上海租界的各个方面，都未定型，工部

局是到 50 年代才出现的，英美租界是到 60 年代才合并的，会审公察是到 60 年代才出现的，公

共租界、法租界的较大规模的扩展，是到 90 年代才完成。特别是租界为中国政府权力无法达到

这一点，是通过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东南互保等事件，才为中国社会普遍认识到。于是，全国

各地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向上海集结，上海的声音在中国各种事件中，越来越不同凡响。

其二，移民居留的时间。移民对移居地的认同，与居住时间的长短成正比。到 19 世纪 90

年代，早期来沪移民，即开埠初期便来沪的，和太平天国时期大批来沪的，在沪居住时间已有四

五十年了。据估计，在 1853 年小刀会起义以前，上海已有广东人 8 万，福建人 5万，照此比例，

当时江苏、浙江在沪人数当各在 8万以上。因太平天国和小刀会的关系，从江、浙又涌来 6、7

万（扣除来而复回的）。如果这 30 来万人构成了近代上海最早的一批外来移民；如果这些移民

在沪结婚成家的话，到 19 世纪末，则不但有了儿子，很可能已抱了孙子，他们的生活重心已不

在宁波、扬州、潮州、香山，而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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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公共媒介的整合作用。上海自开埠以后，便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重点，自上海有了

（六合丛谈）、《万国公报》和《申报》等中文报刊以后，上海的消息，上海的形象，便日日被

舆论宣传着，不管捧也好，贬也好，上海是被作为一个整体形象传播着，活动在上海的人，也往

往被笼统地视为上海人。1900 年，经元善等 1300 多人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除光绪皇帝，所用名

义是“上海寓居绅商”，其中绝大多数包括经元善本人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应当说，这样署名，

既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份，又含有他们不是上海本地人的意思。但外界报道或谈论时，往往径称

“上海绅商”。以后，黄宗仰、吴稚晖、蔡元培、章太炎等经常在张园等处演说，报纸上登出消

息，多称之为“上海绅商”。“寓居”两字一去，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份。这样日日宣传，月月

宣传，公共舆论如此说，他们也认同了。

移民对上海的认同程度，与他们在上海居住的稳定程度有直接关系。长久居住，易于认同，

短期居住，不易认同。1949 年以前，上海人口变动明显地依中国国内战争、灾荒情况而呈潮汐

现象，即战争、灾荒起时，上海人口大增，战争、灾荒过去，上海人口减少，沉淀下来的那部分

便是增加的部分。

1958 年以前，即使是已经长住上海、并已认同上海身份的人，往往也保留着对故乡的认同，

即保持对上海与原籍的双重认同。不光在街上说上海话、在家里说家乡话，而且准备在适当时候

叶落归根的大有人在。这种情况与早期海外华侨有点类似。但是，1958 年以后，这种情况发生

了变化。

上海在 1949 年以后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从 1951 年至 1954 年，上海

每年净迁入人口 21 万。自 1955 年起，中央政府对上海城市进行改造，动员部分工厂迁往内地、

并疏散上海人口，当年从上海净迁出 58.6 万人。从 1958 年开始，上海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严格

控制人口迁入，从此，上海人口迁出容易迁入难。外地人进入上海的闸门被关住，上海人成了固

定的一群，上海人的身份也有了固定的含义，这对于催发上海人特殊的上海意识起了不可估量的

作用。由于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由于城市生活的种种方便，文化发达，科学技术先进，商品

丰富，物价也不高，上海人极其珍惜自己的上海人身份，珍视城市生活的种种优越性。于是，青

年学生不愿意报考外地的大学，担心将来无法回到上海。在外地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只要能够

返回上海，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放弃已在外地建立的家庭，欠下一笔笔“孽债”。上海人也渐渐

变得看不起外地人。

这种情况，对上海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很大影响。老一辈移居上海的外来人，少有再作归根

之想的。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青年一代，宁波、扬州、潮州等原籍，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陌

生的地方，只是在填写身份表格的“籍贯”一栏里才用得到。于是，上海人先前对上海与原籍的

双重认同，至此演变为对上海的单一认同。

四

作为上海人，有些什么共同的文化特征呢？这个问题，上海学术界前几年曾经讨论过，但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大概将来也不会有一致的看法。我以为，主要有以下

几条：一是语言，二是行为方式，三是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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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说上海话，是能否被上海人认同的主要标志。在开埠以后最初的三四十年，来沪移民，

各操原籍土语，苏州话、广东、宁波话、福建话、苏北话，南腔北调，应有尽有。清末的一首竹

枝词写道：“他方客弱主人强，独有中江让旅商。各操土音无敢侮，若能西语任倘佯。”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逐渐产生了上海话。民国年间，一位日本学者研究上海方言

的结构，认为上海方言山四部分组成：第一是苏州语系，包括上海、宝山、南汇、昆山、嘉兴、

崇明、湖州、无锡、常州、杭州等地方言；第二是宁波语系，包括绍兴、严州、金华、衢州、台

州等地方言；第三是粤语系；第四是其他方言，包括苏北语等。四大部分中，苏州语系占 75%，

宁波语系占 l0%，广东话占 0.5%，其他方言占 14.5%。

就像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一样，早年上海人讲的上海话也带有各自的乡音。一位在上海生活

多年但后来离沪的老人回忆说：

当初我们在上海，讲的当然是上海话，但并不纯粹。例如浦东人讲浦东人的上海话，宁波人

讲宁波人的上海话，苏州人讲苏州人的上海话，扬州人讲扬州人的上海话，可以称得上是大杂烩。

当然，不纯不要紧，上海人能辨别得出谁是上海人，谁是外地人。1958 年以后，随着城市

人口流动的停滞，上海话也逐渐变得统一、纯净。电台广播的上海话节目和沪剧的演出，实际上

起了规范上海话的作用。

上海话的规范化，成为上海人的自我认同、区别上海人与外地人的重要依据。有一首妇孺皆

知的民谣：“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不来，密西密西炒咸菜。”就是上海人嘲笑外地人的。

至于行为方一式和审美情趣，上海人表现为比较注意衣着打扮，居室力求布置得舒适典雅。

上海在开埠以后，逐渐成为一个高度商业化也十分世俗化的社会，形成了以衣貌取人的习俗。还

在 1873 年，《申报》便刊载过文章，批评上海社会过分重视人的衣着的倾向，称“耻人衣服不

华贵”是上海第一陋习。鲁迅也曾生动地描绘过上海人以衣貌取人的习气。1949 年以后，虽说

不像从前那样明显地以衣貌取人，但讲究穿着的习惯一直保留下来。衣着得体，外表整洁。质地

不一定最好，但款式的设计、颜色的搭配，都比较得体。民谚云：“吃在广州，穿在上海”,“北

京人什么都敢说，广州人什么都敢吃，上海人什么都敢穿”，便是对上海人注意衣着的一种看法。

一位北京学者说他“在北京街头，能很自信地差别路人的职业、身份，在上海却不行：你很难根

据一个姑娘的服饰、仪态，区别她究竟是大学生、是青工，还是炸油条的。”考其原因，就是因

为上海人普遍注意服饰打扮。在住房布置方面，上海人最舍得花钱，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

在中国人群中，上海人的行为方式较多地继承了江南文化传统―机智、纤细、文雅。由于多

年大都市生活的习惯，上海人一般对与已无关的事，不大关心，与热情好客的北方人比起来，似

乎显得比较冷漠。也由于多年的大都市生活的熏陶，上海人在中国人群中，显得见识广、聪明、

灵活。

（作者：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责任编辑：谢宝耿）


